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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三北地区植被变化的动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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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表植被变化是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的结果。 然而，以往的研究要么集中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气象因

素，要么集中在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人为因素，鲜有基于长期数据监测下对自然与社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定量评估。 因此，气
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对地表植被变化的相互作用并不明确，各个因素对植被变化影响的量化贡献仍然不确定。 为了评价生态修

复项目对荒漠化防治的效果、以及在土地荒漠化防治中自然与社会因素对我国植被变化的影响、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机理，该
研究应用卫星遥感影像资料，通过面板数据混合回归模型大数据分析方法，计算了 １９８３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我

国北方地区植被变化的贡献率。 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 ＮＤＶＩ 变化均有重要作用，其中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度变化

的影响占 ５８．２％—９０．４％、气候变化占 ９．６％—４１．８％；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地理分异特征，并存在时滞效应。 由此可见，荒漠

化防治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地域特征，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研究结果较好地体现了卫星遥感影像资料

在大尺度（省域尺度）下与社会经济统计指标的融合，为进一步中尺度（县域尺度）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
关键词：气候变化；荒漠化；生态恢复；人类活动；植被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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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土地退化也被称作土地荒漠化，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制约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

题［１⁃２］。 目前，全球受荒漠化影响的土地面积约为 ５４００ 万 ｋｍ２，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４０％［３］。 这些地区水文

变化无常、气候条件恶劣、植被组成多样、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严重［４］。 包括我国西北地区、非洲、中东、美
国西部、澳大利亚等地，沙尘暴不断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５］。 在干旱、半干旱、以及半湿润地区，土地退

化的成因包括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所引发的直接生态后果就是植被减少［１⁃２］。 随着荒漠化面积日益增加，
人类栖息地面积日趋减少，贫困化问题也在不断加剧［６］。 土地荒漠化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重环境

问题和社会难题，影响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土地荒漠化进程均有重要影响，地表植被变化也会影响气候变化［７⁃８］

和人类活动［９⁃１０］。 一些研究结果证明人类活动比气候因子的作用大［１１］，而另一些结果表明气候因素的作用

更明显［１２］，更多的结果表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１３⁃１４］。 然而，过去的研究工作要么

只关注气候因素，要么只关注人类活动，鲜有学者在研究中同时考虑以上两类因素的相互作用。 自然学科的

一些学者认为，气候变化影响土壤质量、植被覆盖、物种组成、水文循环，因此导致荒漠化面积增加［１５⁃１６］；人文

学科一些学者认为，不可持续的传统人类活动（如过度放牧、过度采伐、地下水开采等）对生态系统施加了巨

大压力，进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了土地荒漠化［１７⁃１８］。 由于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长期分离，科学家并不清

楚上述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也不清楚这些因素在荒漠化形成和防治过程中孰轻孰重，不同研究成果之间

的分歧无法调和，进一步增加了荒漠化防治的难度和风险［１９⁃２０］。
土地退化不仅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也属于人文科学研究领域［２１］。 影响荒漠化的动力因素之间存在

着复杂的相互关系，为了预测这些相互作用的最终效果，有必要了解他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因果关系。
这些因果关系通常是非线性的，在达到极限后会出现剧烈变化，而且他们的影响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效

应［２２］。 传统生态系统恢复的工作重点是重新建立生态干扰机制或者非生物条件、并依靠生态系统演替过程，
促进生物群落恢复。 不过，生物因素和自然环境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可以改变以生态系统演替为基础的环境

工程管理的结果［２３⁃２４］。 历史上的这类研究热衷于理论分析和概念描述，鲜有量化研究的成果报道［４］。 庆幸

的是，大数据分析方法使不同尺度下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可能。
在我国三北（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土地荒漠化严重制约当地的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２５］。 为控制荒漠

化，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大型治理工程，包括退耕还林项目、天然林保护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防沙治沙工

４２０５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htt
p:/

/w
ww.ec

olo
gic

a.c
n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程等等［２６⁃２７］。 然而，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相互作用尚不明晰，荒漠化的成因和治理成果的动力机理并

不明确；同时，一些地区的荒漠化面积已显著下降，但另一些地区的荒漠化仍在不断扩大［２８］。 因此，我国荒漠

化防治的政策成效也不断引起争议［２０， ２９⁃３０］。 由此可见，全面开展荒漠化形成和防治的动力机制研究，有的放

矢地建立有效应对机制，仍然是我国乃至全球荒漠化防治的重要课题。
为了评价生态修复项目对荒漠化防治的效果、以及在土地荒漠化防治中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我国植被

变化的影响、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机理，该研究应用卫星遥感影像资料，通过面板数据混合回归模型，计算了

１９８３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３０ 年间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我国北方地区植被变化的贡献率。 研究结果较好地体现了

卫星遥感影像资料在大尺度（省域尺度）下与人类活动统计指标的融合，为进一步中尺度（县域尺度）研究摸

索经验。

１　 研究方法

为了全面认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荒漠化形成和防治的影响，该研究通过 ８×８ ｋｍ 空间分辨率下的

ＡＶＨＲＲ ＧＩＭＭＳ 卫星遥感数据，以归一化差分植被指数值 ＮＤＶＩ（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一般

应用于检测植被生长状态、植被覆盖度度）代替植被变化，获取了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各个年度植被变化的

平均值。 考虑到湿润地区云雾的阻挡作用，该研究的研究区域局限于三北地区 １５ 个省市自治区。 由于该卫

星 ２０１２ 年以后停止使用，因此，该研究的所有数据均选取 １９８３—２０１２ 年同一颗卫星工作时段的影像资料。
并从统计年鉴中获得可能影响植被变化的所有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指标的年度统计数据。

统计指标　 （１）农村社会发展指标：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公路绿化里程、铁路绿化里程、矿区绿化面

积；（２）农村经济发展指标：农业 ＧＤＰ，农业收入、农村人均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耕地面积、播种面积、复种

指数、基本农田面积、粮食产量、粮食单产、各种家畜存栏量；（３）环境政策指标：封山禁牧面积、封山育林面

积、人工造林面积、人工种草面积、退耕面积、生态项目投资；（４）气候环境指标：年均温度、年均降水量、极端

温度、＞０℃和＞１０℃积温、太阳辐射、地下水位、地表水量 ３０ 个统计监测指标为主要研究指标。
为了去除统计单位不同造成的影响，该研究使用每个指标的年度变化率面板数据去识别关键因素，并且

比较他们对 ＮＤＶＩ 的贡献。 为了避免重叠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该研究应用 ２０１１ 版本的 ＳＴＡＴＡ 软件的回归分

析模型（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ａ．ｃｏｍ）计算所有双驱动因素之间关系的回归系数。 最后确定了农村人口、农村人均

纯收入、耕地面积、封山禁牧与封山育林面积、造林面积、公路和铁路里程（绿化）、年平均温度、年均降水量为

主要指标。 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ｙｉｔ ＝ ａ ＋ ｂｘｉｔ ＋ ｕｉｔ （１）

式中，ｙｉｔ是指在 ｔ 年 ｉ 地区的 ＮＤＶＩ 值，ｘｉｔ是相应的影响因素，ｕｉｔ是误差，ａ 和 ｂ 是回归系数。
为了解释在回归分析中变量因素自相关的可能性，进行了 Ｂｒｅｕｓｃｈ⁃Ｇｏｄｆｒｅｙ ＬＭ 测试，最终得到辅助回归

系数 Ｒ。 依据（ｎ－１）Ｒ 近似服从自由度为 １ 的卡方分布来确定有没有出现显著自相关。 然后将原始数据 ｘｉｔ

减去 ｘｉｔ的均数 ｘｉｔ的标准差，从而得到标准化的 ａ 和 ｂ。 并依据气候与地理差异把三北地区分为 ６ 个区域，计
算研究区中不同变量对 ＮＤＶＩ 变化的贡献。 计算的模型如下：

Ｃｏｎｉ ＝
ＳＣＶｉ

∑
ｉ

１
ＳＣＶｉ

× １００％ （２）

式中，Ｃｏｎｉ是变量 ｉ 对 ＮＤＶＩ 的贡献， ＳＣＶｉ 是变量 ｉ 标准化系数值的绝对值、通过系数 ｂ 来计算。
区域划分如下：青藏高原地区（西藏和青海）、西北地区（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自治区、黄土高原地区

（陕西和山西）、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华北地区（河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

２　 结果

结果显示（表 １），农村人口变化和耕地面积变化与 ＮＤＶＩ 变化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对当年 ＮＤＶＩ 变化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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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率分别为 ９．５％和 ２７．６％；农民纯收入增加、人工造林、道路与矿区绿化、气候变暖、降水增加与 ＮＤＶＩ 变化呈

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些因素对当年 ＮＤＶＩ 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９．１％、３．４％、６．３％、１９．８％、２２．０％。
各因素变化对 ＮＤＶＩ 变化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其中生态移民和城市化发展引起农村人口减少、封山禁

牧自然植被修复、以及道路与矿区绿化对植被变化的贡献在第 ３ 年表现最为突出，贡献率分别达到 ３２．４％、
１９．０％和 ２３．８％。 气候变化的时滞效应不明显。

表 １　 各因素对 １９８３ 至 ２０１２ 年间我国三北地区 ＮＤＶＩ变化的相对贡献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ＮＤＶ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３ ｔｏ ２０１２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Ｒ２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Ｒ２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Ｒ２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农村人口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５５９∗∗ ９．４８ －０．５７３∗∗ １３．７１ －０．６００∗∗ ３２．３７

农民纯收入 Ｒｕｒａｌ ｎ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６６０∗∗ ９．０７ ０．６３２∗∗ ９．３１ ０．６７５∗∗ ２．５４

耕地面积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０．６２２∗∗ ２７．５７ －０．５０４∗∗ ９．４９ －０．４２９∗ １１．１２

封禁面积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ａｒｅａ ０．２０７ ２．４６ ０．１７７ １３．８９ ０．３２８∗ １８．９７

造林面积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０．３５２∗∗ ３．３７ ０．２６１∗ ０．５８ ０．１８３ １．５１

公路铁路里程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ｒ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０．６３８∗∗ ６．２９ ０．６５０∗∗ ３４．１１ ０．７０６∗∗ ２３．８４

年平均温度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４２９∗ １９．７９ ０．３５９∗ ４．６１ ０．４１６∗ ４．５３

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０．３１４∗ ２１．９７ ０．１５３ １４．３０ －０．１６９ ５．１１

　 　 显著性水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ｓ： ∗∗ １％， ∗ ５％

图 １　 各因素对不同地区本年度植被变化的影响力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

研究结果表明，植被修复过程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地理分异特征明显。 如图 １ 显示，各个因素在不同地区

对 ＮＤＶＩ 的影响是不同的。 降水对寒冷的东北地区当年的 ＮＤＶＩ 变化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对其他地区的影响

是正面的（Ｐ＜０．０５）；封山禁牧对西部的青藏高原、西北干旱地区、以及内蒙古牧区植被变化的影响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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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气候变暖对寒冷的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本年度植被变化的影响是正

面的（Ｐ＜０．０５），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 同时，各地区的主导因素也不同，退耕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
华北平原本年度植被修复的第一要素；封山禁牧、农牧民收入增长、道路与矿区绿化分别是西部干旱地区、内
蒙古草原、东北地区本年度植被修复的最大贡献者。

图 ２　 各因素对不同地区第 ２ 年植被变化的影响力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图 ２ 和图 ３ 结果显示，时滞效应是普遍现象，并且地理差异显著。 气候因素对植被变化的时滞效应在寒

冷地区和干旱地区表现突出（Ｐ＜０．０５），其他地域的时滞效应不明显；社会因素的时滞效应持续时间长，其中

封山禁牧自然修复政策的时滞效应最为突出（Ｐ＜０．０１），是西部草原区植被修复的主导因素；对华北和东北地

区来说，城市化和生态移民对植被修复的贡献在第 ３ 年后逐步显现（Ｐ＜０．０５）。

４　 讨论

长期研究结果表明，消除贫困与生态修复同等重要［３１］。 对于生态脆弱地区的农民而言，环境恶化与贫困

化相互促进，形成的“贫困陷阱（即越穷越垦、越垦越穷）” 像魔咒一样困扰着这类地区的人类活动发展［３２］。
通过消除贫困、改善当地居民生计，从而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策略［３３］。 荒漠化地区生

态系统的脆弱性、现代技术缺乏、自然灾害频繁，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极低的资本投入、落后的技术和不完善

的教育，进一步加剧了环境退化［３４⁃３５］。 正如研究结果所示（表 １），我国三北地区人类活动因素对 ＮＤＶＩ 所产

生的影响比气候因素更强，对当年植被修复的贡献为 ５８．２％，对第 ３ 年植被修复的贡献为 ９０．４％。 气候因素

的直接作用与植物生长，对当年植被变化的贡献高达 ４１．８％，对以后年度的影响有限（也就是说，今年的气候

变化，对明年和后年植被的影响不显著）；而农村人口变化的影响会渐渐地反映在自然生态系统的演替中，人
口迁移了，以后就不再扰动土地了，所以对第 ２、第 ３ 年植被恢复更有帮助。 因此，当年人口减少会对第 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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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因素对不同地区第 ３ 年植被变化的影响力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ｔ ｔｈｉｒｄ ｙｅａｒ

ＮＤＶＩ 的增长做出较大贡献，从第 １ 年不足 １０％到第 ３ 年的 ３２％。 由此可见，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生态政策

模式必须同时具有消除贫困和改善环境的双重功效［３６］。 政府在开展生态修复项目时，必须充分考虑当地居

民的人类活动诉求，必须提供足够的补偿或向其提供其他可行的就业方案［３７］，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当

地居民的生计问题，那么保护环境也就只是一句空话。
植被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耕作、放牧、采伐、人工造林、以及其他各种人类活动、气候变化均

会产生影响［７⁃９， ３８］。 农村人口减少、耕地减少等因素无疑减少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扰动，给植被恢复提供了

机会（表 １）。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退耕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本年度植被修复的第一

要素（图 １）。 同时，农村人口的变化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农村劳动力是农作、造林、绿化、放牧的直接参

与者［３９］。 因此，农村人口的贡献会因为不同地区的环保策略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效果。 在西部干旱地区，过度

放牧是植被退化的主要因素，封山禁牧是地该区本年度植被修复的最大贡献者（图 １）；寒冷和干旱的气候条

件影响植物的生产效率，也必然制约生态系统的修复进程，这些地区的植被对气候因素变化的响应迟钝，时滞

效应比其他地区明显（图 ２—图 ３）。
生态系统复杂多变，荒漠化地区的植被变化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４０⁃４１］。 如降水对干旱少雨的西

部干旱地区无疑是植被修复的甘露，但对积温不足的东北地区，降水增加会减少光照，影响植物的光和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降水对寒冷的东北地区当年的 ＮＤＶＩ 变化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是正面的（图
２）。 对整个三北地区来说，人工造林措施对 ＮＤＶＩ 的影响力仅为 ０．６％—３．４％（表 １），这意味着人工造林这种

过于简单化的解决方案对面积广大人口稀少的干旱地区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的作用是有限的。 干旱地区的植

树造林通常需要灌溉才能存活［３９］，树木的蒸散发进一步增加了土壤水分消耗，这使本来就有限的水资源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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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１９］。 短期内造林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会被水资源的长期消耗带来的消极作用所抵消［４２⁃４３］。 不同地区之间

的巨大差异有力证明了地理差异对生态修复的巨大影响。 因此，尊重地方差异，在不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

差异性策略是未来环境政策研究和制定的重要方向。 只有这样，才有可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植物需要时间进行光合作用，土壤需要时间积累养分供植物生长发育。 相对于自然因素（如降水、光照）

直接作用于植物的生长发育，人工措施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渐渐的，需要较长时间的响应过程，这很好地说明

了人类活动的时滞效应。 正因为存在时滞效应，政策制定和土地管理需要有足够耐心监测和研究不同措施的

效果［２５］。 在全球气候变化、环境退化、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日益脆弱化的大背景下，人类更加需要负有弹性

的解决方案［４４］。 这进一步说明生态修复需要全面了解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从而针对这些

因素的交互作用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环境修复只有将人类行为和环境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获

得成功。 因此，生态项目应该能够达到生态修复和社会进步的双重目标，并且不折中其中任何一个目标。

５　 结束语

生态系统的表现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相关研究的方法必须具备跨学科研究

的能力。 大数据分析为跨学科量化研究提供了可能，是环境政策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该研究以省、市、自治区

为计量单位，并按照自然条件进行区域划分，满足了大样本分析的数据要求，并获得了容易解释的结果。 如果

能将尺度缩小到县级尺度，不仅可以增加样本数量，同时可以进行更加合理的区域划分，理论上讲应该更加科

学。 这样做存在的问题是数据获取困难，研究成本高。 该研究首次尝试把两个彼此分离的学科用数学方法进

行融合，探索大数据分析方法在生态政策评价中应用可行性，由于资料有限，研究结果不免有些粗糙。 开展县

域尺度的量化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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